
石門坎學校二十世紀前五十年雙語教學的一種苗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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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解：“一種苗述”，即，一個苗族人的另一種敍述）   

摘要：本文介紹上個世紀前五十年出現在貴州威寧石門坎的苗漢雙語教學簡況；記敍了當年石門坎學區開展國語教學，增設苗文課程，利用課堂、教堂、夜校等一切適宜場所進行教授，使苗族民眾學會運用兩種語文與社會交流的往事；表述了過去石門坎苗族人的雙語教學理念。
關鍵詞：石門坎學區苗漢雙語教學用苗語解釋國語難點單獨設置苗文課

讓學生學會用兩種語言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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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州威寧石門坎私立光華小學曾被許多研究民族文化教育的學者們稱為我國開展雙語教學最早的地方之一。
    我們石門坎的不少苗族人士也曾向外界談到那裏開展雙語教學的情況。這篇文章無疑將會重複他們曾說過的話，但重點要介紹他們沒有講過或沒有完全講過的內容。
一，用苗語解釋國語難點
    我們大花苗先輩有一句話：((((((((Naox dad guk ghad , jieus dad guk ndeud ). 譯成漢語的意思是，「拾荒撿來之糧難吃飽，外文寫出的書難讀懂」。這裏提到的外文泛指非書寫本族語言的文字，但在那個特定的年代，指的就是國文。
    上個世紀初的一九〇四年一九〇五年，大花苗能講漢語的男人非常少，據老一代人講，人數之少可用百裏挑一這句漢語來形容。而在這百裏挑一的人們中，大部分是靠一半漢話一半苗話再加比劃來實現與漢族人的交流。
    學校建立起來之初學生學習之難是可想而知的。這種艱難程度，在從武昌協和神學院畢業的大花苗第二位牧師和從貴陽師範學院畢業的私立石門初級中學第二任校長的自述裏，也作過形容。這種難，難致學生曾產生過棄學回家的行為。
    感谢柏格理、張道惠、李司提反、鍾煥然等英國老師、漢族老師學會大花苗語，用其解釋諸如《發蒙新編》和《四書五經》的相關內容，再加上苗族學生之間的雙語交流，苗族的前輩們逐漸明瞭了以以下內容作始學教材的國語書文：
　　「自太初 有上帝 造萬物 造天地 萬人根 萬人父 處處在 天上住 無不知 無不在 無不能 真主宰         人犯罪 人受災 大父母 心難在 望兒女 不回家 不信真 只信假 拜邪鬼 打老牛 獻祭門 罪惡留」          
　　「大學之道 在明明德 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後有定 定而後能靜 靜而後能安 安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得 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 知所先後 則近道矣」
　　由於有了用苗語解釋國語難點的方法，再加上有為雪恥而讀書的強烈願望在激勵，這樣，最早接觸國語學習並已經是成年人的苗族先輩們，如王西拉、朱彼得、楊芝、楊雅各等早期相當一些學員，兩年後便可以閱讀福音書並且被派到苗鄉講道以及教授漢語。
    用民族語解釋國語難點這一方法後來不僅在石門坎的大花苗學校使用，也在川南的白苗學校使用。王正科、楊雅各、吳傑、李德華、王明基就是為在牛坡坎、王武寨做到用白苗語解釋國語難點而掌握了白苗語的大花苗教師。同樣，從白苗語區到花苗語區來教書的白苗老師也掌握了大花苗語，如楊明清、楊文高、艾新秀、馬明泰等前輩。上述這些前輩，他們的兩種苗語水平都非常高，看不出有什麼程度上的差別。
用民族語解釋國語難點這一方法，不僅在苗族學校使用，也曾在尋甸、雷波彝族地區和果洛藏族地區有石門坎學校畢業生擔任校長的學校採用過。楊芝老爺爺在尋甸教會學校不僅用彝語（葛頗語）教學，還將石門坎苗文用到了書寫彝語上。婁發文老師在回憶一九四三年從重慶去青海藏區辦學時講述過王建光校長對大家的要求：“康色爾國立果洛學校終於辦起來了。開學那天，來了大大小小年齡不等的三十多個學生，而且多數是女生。由於有語言障礙，老師講課時要全靠翻譯，講一句譯一句。長此以往顯然是不行的。建光就叫老師們和學生互學語言，經過一段時間的努力，老師們掌握了一些常用的藏語，教學上就順利多了。”
老師學會少數民族語言，進而用少數民族語向學生講解漢語詞義，無疑對不懂漢語的少數民族同學漢語水平的提高能起到積極的作用。
二，在開設國文課的同時增設苗文課，使苗族學生能夠使用國語和苗語兩種語言思維
然而，石門坎學校的雙語教學沒有停止在用民族語解釋國語難點這一小步上。在石門本校和幾個主要分校，除了教授國家規定的教學科目外，還單獨為苗族學生開設了苗文課。
據老一輩們講述，一九〇六年苗文創制出來後，石門坎學校便開始了苗文的課堂教學，每週每班兩節課。一九三六年，貴州省主席楊森將軍視察石門坎，之後國民政府責令取消苗文課程，苗文教學才不得不離開石門坎學校課堂。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日，筆者去拜訪時年八十九歲的雲南省大關縣退休教師朱正倫老師時，他語重心長地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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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成漢語為，過去老一輩老師教我們苗語時，一句漢語都不混在苗語課裏。
這種課程設置的目的很清楚，就是要使凡在本校受教育的苗族學生都學會用漢語苗語這兩種語言來思維、交流和寫作。在這種教學目標的培養下，當年從石門坎學校起步的苗族學生中，幾十年後，從博士到鄉村教師、從軍人到傳道人員、從工薪者到農民，仍然能用苗語與同胞交談，很多前輩還用苗文寫下了自己的詩作。學會用漢語思維，而且是文言思維，使得早年從石門坎學校畢業出來的苗族學生，國文水平不低。他們中的大多數只是小學畢業，然卻已讀過背過默寫過四書五經的主要篇幅了。朱煥章的《苗民夜課讀本》、韓傑的《花苗史略》、楊漢先、王建明、王建光發表於民國年間的論著；清末的楊芝、民國年間的楊苛荃、陶開榮、吳耀庭、朱佳仁等前輩，曾先後被有名望的幾家土目聘為家庭教師或師爺，等等事實。筆者認為，它們從不同側面反映了用漢苗兩種語言進行思維教育的成果。
二〇一〇年七月，筆者陪幾位學人到貴陽拜訪大花苗的第二位醫學博士張超倫先生。先生用苗語同我們交談，甚至還談了他與筆者父母在石門坎交往的情況。離開苗族地區半個多世紀又已九十三歲高齡，但他講的仍是地道的石門坎苗語，我想這與當年的石門坎學校的雙語教學分不開。
石門坎學校的這種雙語教學，也為有意學習大花苗語的其他民族同學，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機會，在文化交流上有積極的作用。二〇〇八年五月，筆者奉族人所托，在威寧高坎子為一位前輩刻碑時，有一位和我年齡相當的漢族退休女幹部，看到碑上寫的是苗文，便用苗語同我說話。她說，她也是從石門坎學校畢業的學生。我在刻碑處停留三天，每次她經過那裏，都要用苗語同我聊一會。而她講出的苗語比現在許多苗族人講出的還要好，還要規範，沒有夾帶病句。真不簡單。在我要啟身返回威寧的那天，她特地從自己的菜地拔來兩棵大白菜送給我，說是沒有澆過化肥的，味道很好。
石門坎學校的雙語教學，目的是讓學生認真傳承包括漢語苗語在內的中華民族文化，勿讓祖先的智慧由於我們的疏忽而被遺忘。
在石門坎學校的苗文課裏，老師們特別注意以苗語石門坎語音（大花苗語的標準語音）來進行教學。在吳性純醫師、楊榮新先生、朱煥章校長、王明基老師等對大花苗影響很深的前輩教育引領垂範下，石門坎語音深入廣大苗區的苗語教學中。筆者聆聽過許多年過古稀的長輩們講苗語，他們用詞文雅到位，語音清秀悅耳，特別是女性長者；而且，他們幾乎都不費力地流暢地讀出筆者近年所編著的石門坎苗文讀本。
石門坎學校由於堅持以苗語石門坎語音為大花苗標準語音，所以，一九五二年從中央民族學院苗語系畢業來石門坎實習的漢族學生，現在雖然他們都退休了，但筆者曾接觸的幾位老師，他們講出的苗語，遠比目前許多苗族幹部說出的還更好還更標準還更苗化。我認爲這和當年石門坎教育對苗語的標準化要求嚴格，使石門坎語音普及，從而為他們提供了良好的語言環境分不開。
石門坎學校的苗語教學使大花苗語、大花苗文及其標準話石門坎語音得到了承接和發展。
三，利用教會教堂、農村夜校及學校寒暑假開展苗文教學
一九三六年遵照國民政府訓令，學校停止了在校內設置苗文課的安排，出現了對承接民族文化不利的局面。在時任校長朱煥章先生的帶領下，一九三七年一九三八年這兩年，前輩們只有在基督教石門坎教區所轄的咪咡溝聯區（彝良）、長海子聯區（威寧）、大坪子聯區（永善）和石門坎聯區的教會、教堂及夜校，開展苗文教學。老師們把每月每星期每天的教學安排都統一刻寫出來印刷發給各地。在那個年代，((((((((((((((，即，石門說出一句話，各處苗鄉照著辦。所以這個方法，對於保留苗文教學實果起了作用。
在同胞們送給筆者保存的當年的資料裏，那兩年，僅是要求學習者背誦的苗語條文就有五百二十二條之多。條文中字少的有二十餘個，字多的超過四十個。這就是說，能背誦能書寫這五百多條苗文語句，那麼至少兩年後就學會了三千個以上的苗文字詞。在一九三八年的那本計劃裏，要求每個星期天禮拜開始前領讀和講解的國語《聖經》詩篇，達三十四章，即，每週讀一章，用三十四周讀完三十四章。我們暫不談詩文中的神學哲理，僅僅就詩中的字、詞、短句而言，就多達上千個。這些詩文，對提高苗族人的漢語水平起到了同《四書五經》一樣的作用。
誠然，作為課程安排，學校的苗文課時，在一九三六年以後就被取消。但作為音樂課，當老師們遇到教唱用苗文譯出的抗戰歌曲和聖誕歌曲時，就不得不用苗漢雙語向學生對照講解相關的歌詞。音樂課的苗文歌曲無形中給那裏的雙語教學增添了一根有利的助行拐杖。
周日禮拜天於禮拜前，各教堂必須教讀苗文《新約全書》的一些內容。筆者就是在隨父母去教堂禮拜，跟讀並於以後背得《馬太福音》第一章的主要段落，而初步有了苗文基礎。這是發生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的事情了
一九四九年一九五〇年，在朱煥章（斗光）校長、王丕承（明基）先生的帶領下，石門坎學區利用寒暑假學校放假時期，開展了另一輪的苗文教學，遠地的學生有來自武定祿勸紫雲等上千華里的。筆者的苗文基礎知識，就是在那時去旁聽老師們的講課而獲得的。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也即筆者出生以後，石門坎的苗漢雙語應用已很普及。這使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入學兒童，學前就已有相當的漢語基礎。當然，我出生在石門坎，學前父親就已教我讀《三字經》，母親又時時檢查我背書的效果。所以到我入學時，似乎不再聽到老師用苗語為我們解釋漢文字義。我認為這又是讓學生學會用漢語思維的結果。
四，掌握苗語對苗族人學好漢語普通話語音很有幫助
大家知道，石門坎是一個位於滇東北黔西北川南三省交界區裏的一個苗村。這一地區的漢語，受昭通官話、畢節官話、宜賓官話的影響。而六十多年以前，石門坎學區的學校多半用這些官話中的威寧土語彝良土語來進行漢語教學。
上世紀五十年代初，在漢語文學課即將採用普通話教學因而國家對教師進行相關培訓時，往往過去石門坎教會學校培養出的苗族教師於受訓時所取得的學習成績比當地漢族老師突出。在貴州省中學語文教師普通話培訓、昭通彝良教師普通話培訓的過程中，都有這些記錄。無疑這跟他們的努力有關；但細想也沒什麼稀奇，因為他們的苗語文水平本來就不錯。
為什麼苗語文水平不錯則漢語普通話的發音也會好呢？因為在我提到的上述三種官話裏，中文拼音裏的zh ch sh r 和z c s 當時當地的漢族老師讀不准，分辨不出；在昭通官話裏n和l的讀音他們也不易辨清。而在大花苗人的母語裏，則類似這些聲母發音的苗語本來就有，掌握它們根本不費力。 比如“哪裏（na li）這個詞，昭通官話說成la li；“吃苦耐勞”（chi ku nai lao）這個成語，昭通官話說成ci ku lai lao；“山上上下風展紅旗如畫”（shan shang shan xia feng zhan hong qi ru hua）這句詞，畢節官話說成san sang san xia fong zan hong qi ru hua。而大花苗人發這些字的讀音，一點不難。所以，我們大花苗人學好講好自己的母語，對糾正自己習慣了的漢語方言語音，去掌握漢語普通話發音是非常有幫助的。在我看來這是石門坎式的雙語教育所產生的一種良好效果。
五，為夯實苗語文的教學基礎而努力
    在石門坎學區的苗文教學中，前輩們很重視積累能促使苗語文發展的基本物件。
一九三二年起，楊榮新先生花了四年時間，重新校對《新約全書》的苗文譯本。後來這本書一九三七年在上海出版。它是一本研究大花苗文字必須看懂的書。同樣，從一九三二年開始到一九四九年八月，楊先生用了十七年時間，先後在昭通、石門坎和天生橋三個地方，用苗文整理出了吟誦傳唱於大花苗民眾中的口頭文學，其內容從天地起源到歷史遷徙、從宗教祭祀到文學史詩、從神祇鬼怪到婚喪嫁娶，等等。這些資料有二百餘篇數十萬字，從中我們既可以找到大花苗的族源出處，也能尋得豐富的詞語及其典故。
一九三九年，在發表《苗族的文字》于《邊聲》雜誌之前，王建光先生就已撰寫並印行了《苗族字典》，為苗文的發展積累文字資料。
    一九四二年九月啟，韓傑先生的二兒子韓興智老師，開始在雲南安寧三育研究社用美國友人汪和仁先生從上海買來的四號苗文鉛字印刷苗文書籍，使大花苗人開始掌握了用活字印刷苗文的技術。韓老師還將此技術通過辦培訓班的形式，傳給了其他苗區的同胞。改變了原來木刻、油印、石印的技術缺陷，爲普及和推廣苗文作了扎實的鋪墊。
    抗日戰爭勝利後，一九四六年，王明基、張繼喬、張紹喬三位先生，開始編纂《苗英辭彙》，到一九四九年已整理出上萬條詞目。
    我們暫不談這些努力已產生什麼效用。我只覺得，這些事實至少向我們表明，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前輩們在不斷地為夯實苗語文發展的基礎而盡力。
六，一點感慨——現在教苗語苗文要用漢語來解釋了
　　過去苗鄉能開展苗漢雙語教學在於有自己的學校，雙語教學地點也不局限在校園內，還包括教堂、村民夜校等。開始時是用苗語解釋漢語難點，繼而在教授國語課的同時，又增設苗語課程，讓苗族學生同時學會使用兩種語言兩種文字。
　　為使大花苗語文這種別人搶奪不去的民族財富不在我們手下丟失，從二〇〇八年開始，我們一些退休了的大花苗同胞，自費去苗村苗寨教授石門坎苗文，不久又有一些年輕同胞加入其中。我們的足跡先後至思茅、富民、嵩明、彝良、威寧、永善、鹽津、大關、昭通等縣的苗族村寨，也涉及在昆明上學的部分大學和專科學校的在校學生。
　　同胞們渴求掌握苗文而勤學的場景使我們深受鼓舞；同時我們也深感，受訓的許多年輕人，聽不懂老師講的苗語，他們的苗語詞彙保有量已經很少。如果限定用苗語講述某件事物的話，部分學員數不出數量，指不出方向，辨不清順序。一些工薪人員漢語普通話也講得不好。苗族人學苗文，不少苗語辭彙要用漢語解釋了，而且有時還得轉用漢語方言解釋了。
    筆者真的感到時代變了。
　　造成這種狀態的原因，在於我們這些被稱爲受過高等教育又欲承接苗族文化的年長的人。我們不敢責怪年輕的一代，也沒有資格責怪他們。我們將繼續努力，就像一位八十歲的長輩告訴我那樣：努力去做對得起民族對得起良心的事。
過去，前輩們為獲取能隨時代去奮爭的條件而學習，既學漢語也學苗語，學習一切有利人類進步的知識，並用苗文記下了自己民族的千年史詩。
現在學苗語苗文還有用嗎？
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用雙語教學形式讀書？各人可有不同的想法。但我們大花苗先輩有一種說法，那就是為雪恥而讀書。身為中國人，不會講國語，給自己帶來了莫大的羞辱。我們是另類嗎？所以有條件讀書了，就一定不放過機會，學好國語使用國語。另一方面，我們苗族祖先是中華民族先民的一部分，我們民族有數千年的歷史，以往戰亂遷徙、饑荒瘟疫、顛沛流離等等險境，都沒有能使我們丟失自己的語言。今天在國泰民安的時代，又有了自己的文字，如果這時我們把自己的語文丟失了，把那個已傳承數千年祖宗賜給的父母傳授的老師教育的只要腦子去記憶的財富給丟了，那麼還有什麼臉面稱苗人？我自己覺得現在的雙語教學，特別要注重向同胞傳授完整的苗語概念，而不僅是向他們注釋零碎的漢語字詞。我希望我們大花苗人積極和所有苗族同胞一起，去努力盡自己的民族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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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八日完稿
筆者自我介紹：
杜禮赧（筆名，也是苗名的漢譯，又稱杜理赧），苗文意思為石門坎的兒子，苗漢混語表達的意思為有愧的人。現年七十二歲，屬龍，住于昆明。一九六五年從北京醫學院畢業，下到農村，當過醫生。認真研讀石門坎苗文的相關書籍已達三十多年。近年著有用石門坎苗文寫的大花苗語教學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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